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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梅洛 - 庞蒂的论断深刻诠释了身体成为考察社会问题的逻
辑起点。身体的伦理叙事成为当下解读身体范畴与阐释伦理问题的重要路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
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渠道来表达。”a身体是人类在世存在的价值载体，它重新表
达与安排着人们的生活。曾经，身体作为物质载体被道德回避；如今，身体因其价值属性被伦理聚焦。
如果说将社会秩序的建构局限于社会规范的建立，那么回到身体则是破解现代道德难题、实现现代道德
构序的必然出路。道德向身体的回归，既是基于身体本体地位的承认与身体关系属性的理性解读，更是
对道德应有价值的深刻诠释，对身体诸多道德焦虑的理性回应与传统道德权威解体的反思。
一、身体本体的认可：道德构序的逻辑前提
身体的本体性是承载道德的物质基础，是道德存在的“强制性结构”，更是道德构序的基本前提。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本体就是亘古不变的存在，“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从入者，其属性变化不已，
而本体常如”。b 作为人生在世的首要标志，身体是个体与世界交往的重要载体，其源初意义决定了在道
德构序中的价值归宿。身体的本体性表现为身体是阐述情感的通道，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
身体成为表述个体情感的重要通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言说情感，如喜悦时欣喜若狂、悲伤时
悲痛欲绝，这种表达必定是依赖于行为者身体的表达，如手舞足蹈、捶胸顿足等。如果离开身体的表达，
我们将难以判断一个人的感情状态，即使个体用语言表达出来也离不开他的嘴以及语气。在许多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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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体的道德焦虑与伦理困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当今的道德问题，回到身体成为建构当今道德秩
序的重要出路。肯定身体本体地位是道德回归身体的逻辑前提，身体的关系性成为道德构序的始基，破解身
体遭遇的道德困局是价值构序的现实诉求，赋予身体道德关怀成为价值构序应有的价值旨趣。回归身体并非
用伦理绑架身体，而是用伦理的视角审视、包容与关怀身体，实现身体的伦理增殖，实质是身体物质性与伦
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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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动作均被礼仪用来象征支配关系：俯首低头以示羞愧或顺从，因屈辱或胆怯或羞耻而眼睛下视，
还有觊觎或窥视，以及弯身、俯伏、屈服、欠身……屈膝示敬、顶礼膜拜；与之对立的是蔑视、对视、
昂首、拒不低头、挺身反抗。a 正是身体表达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身体成为情绪表述的重要渠道。愤
怒时咬牙切齿、充满敌意地紧盯对方，爱慕时暗送秋波含情脉脉的对视，这种眼神具有攻击、穿透和征
服的力量，此时出现了一种身体的图景、重组和重力，比起单纯的精神交流更为真实。
身体已超越于简单的物理实体范畴，成为一种实践模式与行动系统，标识每一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自
我认同。在传统社会场景中，身体的外貌特征是社会认同的主要构成元素，身体以静态的范式参与到个
体认同中。在现代性视野中，个体常常被断裂的时空情景撕裂成碎片，并催生现代性的个体危机。这种
断裂在于将身体解读为一种客体，既可能是被自我意识赋予的健康和快乐源泉，也可能是疾病与紧张的
温床。在高度现代性的后传统环境中，身体通过参与技术活动，实现身体与技术的交互、编码，实现自
我的建构。吉登斯在考察现代性的基础上指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者，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
正的起源。b 对个体而言，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是一种行动系统，它被体验为应对外在情境和
事件的实践模式。正是身体的嵌入，才使我们对身体具有广泛而有深度的改造，赋予身体额外的意义，
作为身份自我辨识的标志，最终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
身体的本体地位是对传统伦理反思的必然归宿。在伦理学史上，人的身体长期成为被遗忘或被敌视
的对象，身体的本体性并未获得充分的认可。在身心哲学范式中，身体被视为欲望肉体的代名词而被忽
略与压制，本体性被否定，叙事通道被堵塞。在中世纪，与禁欲主义结合后，身体的悲惨境遇达到顶峰。
贴上了权力标签的身体被贬斥为纯粹的肉身属性，遭遇“挑逗”与“诱惑”等机制的穿越，成为多种强
度快乐和愉悦的处所。意识哲学视野中，人被解读为意识与理性的存在，身体的本体性被遮蔽。非理性
哲学的兴起使人们从本体的视角思考并关注身体，开始了对传统二元论的颠覆与反转，身体得到解放，
并成为人性与人权的核心。然而进入工业文明后，工具性思维使身体成为生产劳动的机器与追逐快感的
手段，当工具性价值丧失，身体便成为被糟蹋的对象。伴随现代性与理性权威的消解，日益增加的社会
困境，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技术、知识以及权力等内化到身体中，身体成为解读社会、
技术以至政治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成为学科的中心概念如身体美学，c 并成为社会价值谱系的焦点。
在伦理学视域中，身体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从工具性价值到主体性价值的过程。正是这种从彼岸
向此岸的重点转移，取消了此岸对彼岸的生存规定，摆脱了二者的对抗性结构。对身体在历史境域中的
反思，促使身体在价值谱系中的回归，完成了身体对理念的置换，成为道德构序的本体性基础。
二、身体的关系本质：道德构序的始基
如果说本体认定是身体价值存在的前提，那么身体的关系本质则规约身体的价值向度。身体的意向
性与存在性向度相应地赋予其生存论规范与存在论规范。d 关系并非虚无缥缈、无所依存的存在，而是
身体活动展开的空间境域。海德格尔曾赋予“此在”一种本质的、纯粹的、超越的意义，强调从“我的
此在”出发，把握“我的共在”。身体则是“此在”通达“共在”的实体机制，是动态参与社会规范情
景的渠道。身体承载着规约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价值，应当成为现代道德构序的始基。
从家庭向度看，身体先天规约着家庭关系中身体主体的道德责任。家庭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单位，也
是社会发展的原始细胞，家庭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维度。身体的产生离不开家庭，其存在也必需
纳入家庭框架中考察。一方面，从横向层面来看，身体是婚姻道德存在依托的载体。在婚姻框架中，夫
妻双方身体的归属，既是生理交往的合法性落实，又是相关群体或个人利益、利益规定的具体化，故婚
a [ 法 ]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101 页。
b [ 英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13 页。
c方英敏：《关于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学术研究》2018 年第 4 期。
d刘铮：《从“身体”到“肉身”：试论梅洛 - 庞蒂的涉身伦理》，《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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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在某种层面上是对身体的有力约束。这种对身体的看护与限制，在男权社会中对男女双方要求大不一
样。常常要求作为弱势性别身体的女性，更具有道德楷模，强化了她们的身体道德责任感和束缚感，如
中国历史上的缠足、忠贞，对身体的这种规定发轫于家庭道德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纵向层面看，子女
的身体亦承载着家庭伦理的责任与期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爱惜身体是“孝”
的表达方式，而伤害则是极不道德的。以此推广到社会中，儒家文化坚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
以礼”（《论语 • 为政》），将对身体的善始善终视为“礼”最重要的内容，要求生者“惜命如金”，鼓倡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礼记 • 祭义》）的全体说，即使对于死者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尽管传统道德常为人所诟病，但在诠释不伤害身体方面具有其合理意义。简言之，在家庭道德的考察中，
身体已经成为规约每个家庭成员责任感的基本条件。
从社会价值看，身体承担着规约社会秩序的价值责任。阅读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发现，社会对人
的终极惩罚对象是身体，权力之网笼罩着健康与肉体。权力话语模式以符号学为工具，以身体为对象，
将“精神”当做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在前启蒙时期，身体被道德统治，道德通
过规制、驯服身体而发挥作用。福柯通过考察身体的道德规训史，指出社会惩罚的对象与载体总是身体。
第一种是直接惩罚肉体，判处最重刑法的犯人戴着手铐脚镣，被关闭在一个黑暗的囚室里，每天只能得
到面包与水；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的囚车，裹上或涂上红黑二色；一个弑父或杀君者的头要被黑纱
罩住。在肉体的酷刑中，犯人脸上或胳膊上的烙印均是惩罚的标识。第二种则是通过规训身体形成对精
神的重新编排。不管是肉体惩罚还是精神惩罚，身体是终极载体。福柯认为，对一个犯罪的人进行惩戒，
对其身体进行处置是唯一的方法：或坐牢，限制身体的自由；或杀戮，消灭身体的存在。凡在犯罪时使
用暴力者应受到肉体痛苦，懒惰者应判处苦役，行为卑鄙者应当众羞辱。a
如果说身体的产生与规约被纳入关系的视野中考察，那么在身体伦理的完整性方面则必须关注身体
的自主性维度。自主性从原初意义上的自我规定发展到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被赋予实践使命。所谓
身体自主，即主体对涉及身体的事宜具有自我选择与决定的权利，它能得到道德辩护与法律保护。自主
是人具有完整性意义的必要条件，也是不断完善自我的基础。自主的个体将其自给自足的潜能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他不会满足于别人给他设定的计划。从身体的属我性看，“我的身体我做主”。我对我的身
体具有自主权，若非得到我的授权，不允许他者侵犯。在临床实践中，关涉身体的干预性医疗行为，必
须征得主体的授权，否则就被判定为侵权。当然，身体的自主性也具有其相对性，即不能影响他者、伤
害自我，正是身体的自主维度赋予其伦理学层面的意义。
自主性与关系性作为身体存在的两个维度，看似对立冲突，实质上只是身体存在形式的“一体
两面”，为关照对方提供了参照并规约彼此的领地。二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是身体完整属性的综
合体现，而道德价值则是连接二者的纽带。“身体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身体从一开始就被交给了他
人的世界，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在社会熔炉里得到历练。”b 身体的关系性为道德构序提供了价值基础。
三、身体困局：道德构序回归身体的现实诉求
道德回归身体不仅是对历史与理论的反思，更是对现实道德问题的回应。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价值
的快速变迁，技术与知识逐步内化，使身体在与科学、技术、社会等元素的合谋中遭遇诸多困局，身体
被肢解、被消费，甚至成为个体消极情绪排挤的对象，传统权威在解决这些难题表现出无力感。在对身
体符号化、消费主义、现代医学难题等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中，道德构序强调道德必须回到身体。
首先，符号化导致身体在虚拟语境中隐遁，衍生道德责任的飘零。身体是一种境遇化与具象化存
在，正常情况下，身体与心灵统合为一个整体。然而，在现代媒体语境下，“去实体交流”成为一种新
的交往范式，符号成为不同身体特质的个性化与时间性表达。当代社会身体的本质是身体的符号化，身
a [ 法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 119 页。
b [ 美 ] 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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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被编织进符号的网络，进入与物体领域相迭合的交换世界，符号性成为身体的主要特点。符号化通过
系列信息的抽取加工，遮蔽身体的物质性本质，使交往者摆脱肉体的牢笼，最终悬置于虚拟空间。它增
加了人际交往密度，但身体的隐退致使交往质量下降，现实中表达感情的身体被异化为没有感情、缺乏
温度的符号，最终失去了它的实质。符号化不仅导致身体本质的丧失，更催生道德责任的萎缩。身体监
管个体道德的存在，为我们的行为提供道德担保。但在虚拟交往中，虚拟空间已超越实体空间，交往
彼此已超出对方的“视力范围”。基于相遇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彼此义务承担的淡漠，主体可随时选
择中止交往，导致交往双方道德责任的飘零。虚拟交往造成一种道德假象，即认为“身体”的缺席，使
人在虚拟世界里为所欲为。鲍曼曾指出，“由于不可解脱地跟人与人的接近拴在一起，道德看起来符合
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
显得模糊不清，直到两者达到消失点，并逸出视野之外。”a 实际上，虚拟交往并非身体缺场，而是改变
了身体存在的空间结构。若因此随心所欲地滥用网络语言，忽视道德规范，必然会对他者身心产生伤害。
2014 年度“呵呵”被评为年度网聊最伤人词汇，亦证明“身体隐退”境遇下交往对他者身心造成的伤害。
其次，消费主义使身体降格为纯粹肉欲的载体，催生道德的凋敝。消费已成为左右人们思维与行为
的主导力量，而消费实践的对象是身体。理发、美容、护肤等，从头到脚，从绿色环保到食品安全无不
关乎身体的需求。身体在消费产品时，产品亦在消费身体。不同于传统道德语境对身体的限制，消费文
化用享乐与满足实施了对身体另一向度的规训。它借助符号的力量，以满足暂时快乐、追逐眼前快感为
目标，永无止境地激发源自身体的消费需求，使身体成为生产符号和差异的场所。由于消费顺从了身体
的本性，方式也更隐蔽，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这种操纵身体的方式是通过不断刺激欲望并把欲
望进行符码化与美学化处理，因而更为隐蔽也更具诱惑力。b 消费主义文化宣传追求美丽展现自我，人
们沉迷于消费包装身体，身体已丧失了其本体性价值。当物欲在现代社会充分释放后，当消费主义将消
费演变为赤裸裸的宰制人生命的运动时，借助身体表现出来的自我差异性前所未有地凸现，整个社会弥
漫着对身体及其快感的宣扬。在消费主义模式中，身体成为取悦自我、驻足金钱、实施暴力的手段，本
身应具有的崇高感、自我反思等精神特性湮没在肉体感官的享乐之中，其应具有的道德属性则被消解。
最后，身体的本体地位是回应现代诸多医学难题的重要依托。医学的核心议题是健康与疾病，这些
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实描述，毋宁说必然承载着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都是以身体作为基础的。从伦
理的视角看，健康是身体之德性，疾病则是身体之恶性。c 随着社会的发展，围绕健康与疾病产生的现
代技术问题，如器官移植、美容医学与连体婴儿分离术等，已成为现代生命伦理学最受关注的议题。尽
管不能简单做出回答，而身体无疑是这些医疗问题聚焦的核心场域。在传统的医学视野中，由于受到身
心二分哲学的影响，身体被视为欲望肉体的代名词而被忽略与压制，本体性被否定，叙事通道被堵塞。
这种医学模式下，身体只是复杂的“机器”，而缺乏应有的敬畏，更遑论身体的尊严。同时，这种思维
制造了医学科学与服务病人之间的鸿沟，催生了笛卡尔式的双重主义。患者被当做去人格化的个体，而
不是具体的人。尽管这种模式能为医学中的伦理困境给予简单的理论基础，但并不能为解答现代医学难
题提供足够的道德资源。以器官移植为例，作为现代医疗技术代表之一，就遭遇了诸多伦理难题，如器
官商品化为何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世界医学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医学机构以剥削理论为反对器官
商品化提供辩护，即器官卖方的福祉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实际上，反对商品化的更为根本理由在于人的
身体本身，d 即我们是具体化的人，并不能将我们的身体当做商品，身体的商品化贬损了身体的价值。
a [ 英 ]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251 页。
b [ 英 ]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 34 页。
c任丑：《身体伦理的基本问题——健康、疾病与伦理的关系》，《世界哲学》2014 年第 3 期。
d Campbell AV,“Why the Body Matters: Uses and Abuses of Human Body in Modern Medicine”，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vol.50, no.5, 2009, pp.4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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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中，身体已成为生物医学技术改变或移植的对象。一般意义上，大多数医学干预的对象是
身体，是痛苦的、患病的、感染的、失能的或是瘫痪的身体。医学实践的目的是照护、强化身体，阻止
或减轻身体的痛苦。进入生物技术视界中，技术介入并实现身体的再造，开始侵犯、重建并建构身体的
内容，“技术化的身体”已经成为医学领域中人们日益关注的范畴，身体已经成为解读现代技术与诠释
伦理的独特路向。然而，这种再造与重构得到伦理的辩护，必须以保持身体的本质为底线，若是造成身
体的消亡与否定，如人兽嵌合体，就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而这种解读必须纳入现代生命伦理学的视域
中考察，方可真正体现对人的关怀。基于技术建构的生命伦理学重新考量身体的价值，并衍生与发展了
诸多现代范畴，如尊严等，均与身体概念的回归具有直接关联。a 简言之，身体已经成为回应现代医学
难题与建构生命伦理范畴的基石，离开身体的追问与回答如同无源之水。
综上，身体的符号化将物质的身体虚拟为随时可消解的符号，消费主义以追求暂时的快感本能为目
标将身体片面解读为消费的对象，都是对身体本质的非理性诠释，否定了身体在伦理秩序中的基础性地
位，而传统伦理已经无法为现代医学难题提供必要的话语资源。道德回到身体则是强调，在虚拟语境下、
消费模式中，依然承担其保护身体的责任，彰显身体在现代存在模式中的价值本体性与主体性，是对当
前诸多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刻反思与理性回应。
四、关怀身体：道德构序应有的价值旨趣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价值指向于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更好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然而，道德的时代性特质表明，并非任何时代的道德都以关怀身体为价值旨趣。如果说传统道德是以规
制身体、消解身体为目的的话，那么现代道德视域下，关怀身体则成为道德存在的价值旨趣。
首先，关怀的道德需求是身体欲望的内在表达。身体是一种欲望性存在，当维护其存在的诸多欲望
丧失，身体的意义也将消失。然而，在传统哲学中，身体基于其欲望之源而被界定为是丑陋的，是灵魂
的枷锁、监狱甚至坟墓，灵魂是身陷囹圄、手脚被束的无助囚犯；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与肉体交往，
不沾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在此语境下，身体与贪欲、邪恶、庸俗等联系在一起，成为高尚、
纯洁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在中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况，在灵魂至上的旗帜下，打着上帝的旗号疯狂
压榨身体，将身体看做是一切罪恶与丑陋的渊蔽，只有摆脱肉体纠缠的人才可能是道德的。这种观点看
到欲望是身体的表现形式，如中国传统中的“七情六欲”、西方哲学中的“趋乐避苦”，将身体片面解读
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实质上，身体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躯体、肉体，它是一个不可分割、无表面扩展但具
有一定维度的容积，身体具有绝对的空间位置，在躯体的范围内我们通过诸如饥饿、恐惧、紧张等“身
体震颤”来实现对事态整体性的把握。对于每一个体而言，身体铭刻着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唯一的价
值谱系，即使是高贵的灵魂、美好的道德也只能隐匿于身体中。更为重要的是，传统观点褊狭地解读了
欲望的内涵，否定了道德本身的欲望属性。毋宁说，道德本身就是欲望的表达形式。身体存在最根本的
欲望就是保持自身的存在，饿了要充饥，疲惫要休息，都是基于保存自身存在的目的。而道德正是通过
建构处理人际关系中的诸多社会规范，维系良好的社会关系以确保个体存在。在个体层面，努力确保自
己的存在也符合道德法则。实质上，每个身体都有获得爱和施予爱的需要，而道德则天然携带着关怀身
体的本性。“一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在，则他便愈具有德性，
反之，只要一个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存在的保持，则他便算软弱无能。”b 因此，道德不仅
是对自在生命的看护与整饬，也是对社会秩序的诉求和表达，是对生命感觉的梳理和现实生存的规范。
如史怀泽所言，伦理学所以产生，就在于我的思维上坚持到底地肯定世界，并试图一起天然包含于我的
求生意志之中，对求生意志的一切状态和一切激情的体会都属于道德范围。
a程新宇：《人的身体和人的尊严——再谈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身体》，《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b [ 荷 ]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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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道德关怀是身体交往的应有意蕴。人的交往从最本根上说是身体的交往，身体是主体交往的
媒介，身体的意向性投射将自我与他者、世界链接起来。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间遵循的有效性规范，以
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一体化、有
序化和合作化。自我交往与人际交往是交往的两种方式，不论哪一种，都需要身体的介入。施密茨以“入
身现象”阐释不同个体间的身体交往，入身是身体性沟通的基础，身体交流的主要形式。超出个人躯体、
直接体验气氛即身体性的情绪感受，同样需要协调或狭或宽的空间动态平衡。梅洛 - 庞蒂创造性地将主
体间性解读为“身体间性”，将传统的纯粹思考者建构为一个身体主体，用“活的身体”取代了从前的
纯粹意识，用身体意向性替代意识意向性。在梅洛 - 庞蒂看来，交往主体间首先是一种原始的知觉关系，
我在身体知觉中见证了他人的存在。如果没有身体的进入，根本不可能发生交往行为。“身势的沟通或
理解是通过我的意向或他人的身势、我的身势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然的意向的相互关系实现的。一切的
发生，就如同他人的意向寓于我的身体中，或我的意向寓于他人的身体中。”a 道德正是为维系良好社会
关系而产生的，不管是在身体的实体交往中，还是在虚拟交往中。而道德只有走向身体才有依存，“因
为身体的原初震颤或者说身体激动具有本源性和本真性，世界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是生成性的直接、
简单的‘在’或‘是’。因此，伦理学的使命就是护送人的绽出之身体，朝向存在之澄明而去，并局
留其中。”b 反之，若将道德抽离于身体之外，作为一种依托性的存在，道德将无处安放。道德通过对
交往主体行为的规范，营造有助于每一个个体交往的氛围，从而实现对交往共同体中个体的关怀。
最后，道德关怀是身体完整性表达的必然诉求。身体是我们解读世界的载体，也是意义形成的重要
条件。身体不仅成为我们在世的标志，也是表达情感的主体。物质性与伦理性是身体完整性的两个维度。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对身体单向度的解读造成了身体伦理性被遮蔽。传统形而上学中，身体禁锢
于心灵，遮蔽于灵魂，而遭遇表达自身合法性的困境。在与意识的对话中，身体不是理性的载体或工具，
于是坠入卑微的境地。这种“去身体”的思维范式，导致身体被剔除在人的本性而成为残余存在，没有
内在目的与价值。吊诡的是，传统哲学将人的意识与思维从身体中抽离并被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将
人的感性世界作为整饬的对象，并被浓缩为欲望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是纯粹思维发现了物质与身体，
实际上正是心灵催生了身体的“遮蔽”与“遗忘”。理性思维与意识哲学并未将身体拯救，身体刚刚摆
脱神性的藩篱，却又陷入理性与心灵的桎梏。面对处于威胁中的身体，人们开始反思并修正了这种单向
度的思维范式，赋予身体在生命中的绝对权威。在 20 世纪，“‘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
人 们 把 人 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
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 19 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 20 世
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c 正是这种理念推动了身体语言的表达，甚至成
为权力运转和对象化的领域，身体书写与身体政治成为了世界真正的舞台。萨特曾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
指出人的生命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是身心的综合统一。身体是意义的核心，因为我就是我的身体，而
不是像一个物体那样拥有一个身体，身体是自为的偶然存在。d 道德关怀并非用身体的伦理性取消身体
的物质性，而是在物质性基础上对身体诠释的完善，从而实现身体性与伦理性的整合。身体的完整性并
非用身体的伦理性宰制身体携带的欲望属性，更不是用身体的伦理叙事封闭身体的自然属性。
a杨大春：《意识哲学解体的身体间性之维——梅洛 - 庞蒂对胡塞尔他人意识问题的创造性读解与展开》，《哲学
研究》2003 年第 11 期。
b唐健君：《身体作为伦理秩序的始基：以身体立法》，《学术研究》2011 年第 10 期。
c [ 法 ] 莫里斯·梅洛 - 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84 页。
d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43-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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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积极引导居民参加城职保，扩大城职保的参保群体和补缴范围。通过补贴激励，积极引导居
民参加城职保。在经济条件发达地区，鼓励集体经济补助居民参加城职保。放宽灵活就业人员补缴的限
制性条款，吸引更多参加城乡居保的群众自愿补缴进入城职保系列，提高居民参保待遇。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对待 4 号文件关于灵活人员补缴政策产生的问题，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化解不稳定因素，兑现政府
信用。第二，提高统筹单位层级，公平科学分配资源。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城乡居保都是以县区为统筹
单位，而城职保是以地级市为统筹单位。县区作为统筹单位，有利于地方政府制订灵活政策，更大限度
地用活用够政策，提高居民参保待遇。但是由于城乡居保所涉参保对象主体为农民，而农业地区财政力
量相对薄弱，造成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投入非常有限，积极性不够。提高统筹单位层级，有利于统一
市级辖区内的养老标准，保障财政投入；有利于养老待遇公平发放，有利于提高经办效率。第三，建立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提高基础养老金增长水平。上级财政对城乡居保的补贴激励应该采取差异化
政策而不是一刀切的政策，针对不同参保档次和基础养老金标准，上级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激励政策。
基础养老金标准和地方政府补贴标准应该与地方财政水平同步。现在除了珠三角地区外，全省基础养老
金标准和补贴标准基本一致，没有与地方财政实力挂钩，应该拉大不同缴费档次间的财政补贴差距，变
定额补贴制为比例补贴制。建立城乡居保财政备付金或统筹准备金。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保
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精算，政府财政每年从年度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资金，建立财政备付金或统筹
准备金制度，体现财政的兜底责任。减少参保档次，允许按月参保，由于城职保是按月参保，城乡居保
按月参保有利于衔接。允许居民提档补缴做大个人帐户。第四，打破城乡差异，推动城乡一体化社保体
系建设。采取折算和补缴两种方式来方便城乡居保转接到城职保体系，重新计算参保年限。全省出台统
一的丧葬补助标准，制定丧葬补助的多级分摊办法。消除丧葬补助标准的城乡二元分割和歧视政策。参
照城职保和机关事业单位保险的退休年龄标准，消除年龄歧视。
责任编辑：王  冰
（上接第 40 页）
五、结语
从作为“欲望的肉体”到 “由组织器官构成的机器”再到生命的主体性存在，从被人难以启齿到
如今人人言说，身体完成了从前现代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的价值载体的变迁。如果说，身体曾经被看做
不屑的皮囊、可悲地听凭观念驱使的被动机器，那么今天身体不再沉默与无动于衷，并已经超越其本身
价值而从一个政治符号发展到商业符号，社会的各种活动亦将身体作为展开的焦点。然而，在现实中，
身体受到多种负面因素的影响，如物欲的膨胀、自我意识的扩张等而被遮蔽。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身体具有丰富的道德意蕴，身体道德成为可能，成为生命道德的基础。
道德回到身体并非用伦理绑架身体，而是在摒弃传统实体主义思维范式单向度的基础上，以关系思
维对其补充与拓展，并要求从关系而非实体规定人的本质。身体道德摒弃了政治话语模式下的暴力操控
逻辑，超越了消费语境下对身体的软控制，修复传统哲学视域中身体与伦理的断裂，实现了身体的物质
性与伦理性的统一。身体价值的转向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对身体诸多遭遇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现实背景下
身体困境的理性审视。它既是对身体问题出路的一种回答，也是对当下诸多道德难题的求解。身体道德
在伦理学上的合法性认可，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并善待自我与他者的身体。
责任编辑：罗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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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elief Aiming at Truth
 Wen Xueping  24
    The aim of belief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discussing ethics of belief. For the aim of belief, there are 
many options available, but the most popular view is that belief aims at truth, and this aim can be realized in the 
personal level and sub-personal level，so the aim of belief can be conscious, sub-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interpret the truth-aim of belief, that is,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nd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both of them have some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also there are some arguments 
against them. By contrast, we think the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truth-aim of belief is promising. If 
beliefs really aim at truth, so the difficulty to believing at will, the correctness standard of belief, the absurdity 
of Moore’s Paradox, the transparency of doxastic deliberation, the exclusivity of evidence consideration, and the 
normativity of doxastic content, all of them can get some explanation in terms of truth-aim of belief.
Returning to Body: the Contemporary Direction of Moral Value Construction
    ——Also Expou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Body Ethics
                                     Chen hua and Ma Yonghui  35
    The moral anxiety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of the body force us to reexamine the moral issues and return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body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moral values. The moral 
recognition of the body’s ontological status is the logical premise and the body’s rel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of moral re-construction. To resolve the moral predicament of the body is the practical appeal of 
returning to body, in which the value’s thoughts is to endow the body with moral consideration. Returning to 
body doesn’t mean to abduct the body but to scrutinize, embrace, and care of the body from ethical perspective, 
which will enhance the ethical aspect of the body. The essence is to actulias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ubstance and 
moralization of the body.
East Asia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the Studying about East Asian Model for 40 Years
 Tian Yipeng and Xia Keheng  41
    Since China started to reform and open up in the 1980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ystem for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East Asian Model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research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taken East Asia as a mirror to form a complex and multi-directional 
“reference structure”.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same time period East Asian Model has also undergone a 
phased evolution from the glory to the crisis to the deepening stage, and its connotation also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atch-up model,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model”,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model that emphasizes the balanced coordination. The reference structure formed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 is a dynamic, diversified and open structural system. To underst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 is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western centrism, returning to the status 
of development subject and maintaining the autonomy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find development coordinates and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Non-cognitive Skills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Wei Xiahai, Li Bowen and Wu Chunxiu  93
    Personality trait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which is one of the 
emerging issues in the field of labor economics.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 scale of NEO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cluding extraversion,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neuroticism.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extraversion, open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have a significant and robus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ile neuroticism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ship. Further analysis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opportunity-pull entrepreneurship v.s. 
necessity-push entrepreneurship, male v.s. female, and urban v.s. suburb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opportunity-pull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 of conscientiousness and neuroticism on necessity-push 
entrepreneurship is more significant, but the extraversion and openness make the probability of necessity-
push entrepreneurship lower than them; compared to women,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and neuroticism on 
men are more significant, but the extraversion make the prob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lower than women; 
